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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关系式动员：复杂政策场域下的中国式乡村动
员机制

原贺贺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延循“实践—理论”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案例描述、机理分析、范式解读、逻辑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构建

关系式动员的概念。构建关系式动员，既需要压力条件也需要可行性条件，它包括科层资源、社会资源、权威资源的关

系化运作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互相支持最终促成了村干部与村民的“自己人”关系。“自己人”关系是学界当前三种

治理范式之外的新变量，是村庄公事转变成了自家私事的突破点，是破解动员困境的关键。本质上，构建关系式动员是

我国基层治理体系转型的产物，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是基层干部创新能力和担当精神的反映，是中国之治的

重要范式。构建关系式动员的积极性十分突出，但也存在治理风险，应通过对其调适，平衡基层治理的法度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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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国家向乡村输入了

大量的资源，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危房改造等

公共政策虽然契合乡村发展需要，能够获得多数

村民的支持，但由于村民参与是该类政策实施的

前提，当公共利益的成本无法参照每个个体的利

益进行分摊时，就会发生少数村民的动员困难。

此时，村干部充分发挥担当精神，探索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政策动员方式，则非常重要。在政策动

员方面，西方以非人格化为特征，在价值取向上

追求效率优先，在治理目标上追求形式合理，在

治理方式上追求专业分工［1］。我国政策动员则有

所不同，在价值取向上，要以对党忠诚和为民负

责的政治担当，兼顾公平与效率，在治理目标

上，要以国家利益和群众满意为宗旨，在治理方

式上，既要在制度约束下追求标准化、规范化，

更要立足国情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方式。

围绕政策动员，学界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

在“权力—利益”范式中，村干部借助私下赔

偿［2］、利益连带［3］ 等方式完成了政策动员。在

“权力—技术”范式中，政策动员变成了一项技

术活，通过“做工作”将程序正义转化为了实质

正义［4］。在“权力—利益—伦理”范式中，政策

动员既要借助村干部权威，又要给村民足够的经

济利益，还要借助关系［5］。“权力—利益”范式

采用“还原论”视角，将关系简单地视为物质因

素。“权力—技术”范式又夸大了关系的作用，

将关系置于超然的位置，忽视了物质因素的加持

作用［6］。“权力—利益—伦理”范式意识到了关

系的重要性，但该范式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不管

是借助亲属关系进行的“关系型强制动员”［7］、

借助村庄宗族力量开展的“人情式政策动员”［8］，

还是借助党报工农通讯员的身份属性实现的“多

层嵌套的情感动员”［9］，该范式均认为已在场的

关系完全能够满足政策动员的需求。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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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伦理”范式无法解释这样的情景：尽管村

干部已经启动了干部权威、利益补偿、情感动

员，仍有村民不愿意配合村庄公事，但是当村干

部与村民之间构建了“自己人”关系之后，政策

动员便成功了。此时，已在场的关系并不能满足

政策动员的需求，“自己人”关系是“权力—利

益—伦理”之外的新变量，是政策动员取得突破

的关键。

那么，“自己人”关系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以中西部地区几个具

有共性特征的案例为素材，界定了构建关系式动

员的概念。由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未遵循“理

论-实践”路径，而是作者在长期实地调研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问题，所以，本研究想突破研究惯

习，尝试一下“实践—理论”研究路径，即，从

经验材料出发，在分析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炼概

念，从而理解这一新现象。

二、案情概要  

本研究的案例来自作者近些年的实地调研，

遵从学术规范，文中的人名和村名均匿名化。四

个案例具有一些共性特征。第一，公共性。该类

政策既符合县里的总体布局，又符合村庄发展需

要。第二，考核严。上述工作具有较强的竞争

性，是村庄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村庄和村干部影

响较大。第三，村民配合是必要条件。村民的理

解和支持，是政策执行的前提。第四，动员困

境。政策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但由于政策的

补偿方案与少数村民的期待有落差，政策执行遭

遇阻力。

（（一一）） 殡葬改革中的动员情景　殡葬改革中的动员情景　

板村是赣北地区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共 966
人、7 名村干部、51 名党员，设有 1 个党总支和 2
个党支部。2019 年 9 月，县里开展殡葬改革工作，

由县府办牵头，县民政局、县环保局等多家部门

协助。该项工作为县里的重点工作，是县级考核

的重要内容。按照政策规定，每户可获得 2 千元

的迁坟补贴。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板村已完成

50 多座坟墓迁移工作，其中一户黄姓人家的祖坟

正好在水库旁边，这既不符合殡葬改革政策要

求，还影响村民的饮水安全。村干部多次拜托村

中老党员、黄某的长辈等上门劝说，但是黄某一

直不松口。经多方打听，村干部才弄清楚真实缘

由，这座坟是黄某父母的双连坟，黄某儿子要考

公务员，黄某担心迁坟影响孩子的运势。

为了顺利完成工作，村支书只好承诺把黄某

的孩子当侄子培养，借助“认亲戚”的方式与黄

某构建了“自己人”关系：“迁了坟，有统一的

管理，全村的风水都好了，你在哪里都是好风

水。另外，村里帮咱孩搞一个党员，如果将来小

孩愿意回村发展，我当亲侄子培养①。”由于村支

书把黄某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此时，出于道

义，黄某也有了支持村支书工作的意愿，最终，

黄家人顺利将祖坟迁入了公墓。

（（二二）） 耕地征用中的动员情景　耕地征用中的动员情景　

代村是豫南地区的一个行政村，全村有 1678
人、9 个村民小组、7 个村干部、42 名党员。代村

是两县两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2022 年 3
月份，代村获得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指标，按

照县委规划它将和其他几个村连片打造农旅产业

园，由于这是县级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指标，

因此既是代村也是镇里的大事。陈某的 1. 8 亩旱

地正好被规划在内，按照县里的政策，水田、旱

地、山地每亩可分别获得 3 万元、2 万元、7 千元

的补偿，因此，原则上乡镇只需向陈某发放 3. 6
万元的补偿款，即可完成征地工作。然而，村干

部动员陈某的亲戚朋友一起劝说陈某，花了一个

多月的功夫仍未取得进展。原因是陈某的小儿子

马上要结婚，陈某准备用这块耕地给小儿子建

婚房。

在弄清楚了陈某的真实诉求之后，村支书向

陈某许诺，到时候会向乡里请示，景区征地时多

征一点，通过以地换地的方式从里面给陈某划一

块地，同时，村支书还打起了感情牌：“都知道

你 4 个孩儿负担重，村里总帮衬，前两年你家门

口的水泥路是村里给你弄的吧，以后村里每年再

给你弄 3 袋化肥②。”在陈某感到村支书的诚意后，

陈某十分爽快地签署了征地合同。

（（三三）） 违建拆除中的动员情景　违建拆除中的动员情景　

官村是黔北地区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分为 10

①    2022 年 6 月 25 日，赣北地区板村村支书的访谈记

录。

②    2022 年 6 月 29 日，豫南地区代村村支书的访谈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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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组和 48 个自然村寨，全村有 6449 人、93
名党员、5 名民选干部、3 名乡镇下派干部。2021
年年底，李子采摘和特色民宿已初具规模，县委

组织部打算将官村打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示范村，

按照规划需将村口的道路扩宽，以方便客运和货

运。王某在村口有一栋 30 平米的两层楼，因没有

土地证和房产证所以属于违规建筑。近几年村里

出入的小汽车越来越多，狭窄的村口导致交通事

故频发，由于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村民便不

断地去县里告状，这导致镇里的安全维稳工作连

续几年在县里排名垫底。在多方压力下，官村把

违建拆除工作提上了日程，决定从村集体土地中

给王某批 50 平米的宅基地，然而王某对此十分不

满：“当时修房老支书同意了的，现在老支书不

在了，你们就拆我的房，我咽不下这口气，光给

我地有什么用，我也没有钱修房①。”经过王某长

辈、村民小组长、包村干部的轮番劝说，王某依

然不同意。

为了做通王某的工作，村支书只好从镇里为

王某争取了 5. 8 万元的补贴和 3 千元的奖金，并

联系县里的搬家公司免费为王某服务，同时，村

支书积极拉近与王某的关系：“你配合我的工作，

村里记你一功，我和会计说好了，以后你要在村

里办事，我们都开绿灯，你要去乡上办事，我们

给你打招呼②。”村支书积极地为王某考虑，不仅

有效地化解了王某心中的“气”，村支书主动地

“送人情”，又进一步拉近了与王某的关系，此

时，讲义气也就随之而至，王某最终同意拆房。

（（四四）） 危房改造中的动员情景　危房改造中的动员情景　

付村是关中地区的一个行政村，全村 1604
人，分为 2 个自然村 6 个村民组，有 6 名干部。

2022 年县住建局在县委的统筹布局下牵头开展危

房改造工作，旨在保障农民的住房安全。涉及老

百姓的安全，关乎民生保障，该项工作被纳入了  
“一票否决”范畴。绝大多数村民都认为这是一

项好政策，都非常支持村里的工作，村民刘某的

住房有较大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房屋重建需要村

民再添点钱，所以刘某坚持不拆。然而，危房改

造属于一票否决范畴，这给村支书造成了较大的

压力。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村支书邀请一位和刘某

相熟的退休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还联系了一家

企业给刘某捐赠了一万多的电器，同时，村支书

还积极“示弱”：“咱一个村的，我得考虑你的安

全，知道你困难就给你弄了最高补贴 （3. 9 万），

我又托人给你弄电器，这是上面给的任务，不做

不行，你也体谅一下我③。”村支书的“道德绑

架”不仅没有引发刘某的抗拒，反而让刘某感受

到了村支书的真诚，觉得村支书没把自己当外

人，至此，公家的事也就水到渠成地变成了自家

的事，刘某同意了村支书的建议。

三、关系中蕴涵的政策动员机

理  

关系不仅可以支配个体的行为，同时还可以

唤起个体的“走心”行动，这也是基层政策执行

中构建关系式动员的作用机制。

（（一一）） 关系支配个体行动的内在机理　关系支配个体行动的内在机理　

中国社会的价值核心是关系，中国人的社会

生活以关系为中心，个体化的生命不完整，个体

只有在和他人的互动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界

定自己的身份［10］。伦理结构是对关系的制度化，

人们常常根据关系远近来差序化地选择态度和行

为，以特殊主义的生活逻辑代替普遍主义的制度

逻辑，从而体现关系的差异性，也就是伦理秩序

的梯次性［11］。人们之所以愿意维持关系，根源在

于“人情账”这一支持机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

严格遵循讲人情的原则，人人内心都有一笔“人

情账”要算，施予者不能赤裸裸的给，接受者心

里也要有谱。虽然人情往来不一定是对称的，人

情交换的内容和质量不一定是对等的，人情兑现

也不必是现时的，但是有“人情账”这一强互惠

式义务的保证，人们可以理性地期待在未来需要

帮助的某种情境下，曾经的人情接收者会提供

回报［12］。

（（二二）） 关系动员中关系动员中““走心走心””行为的发生逻辑行为的发生逻辑

对关系的解释和理解应避免还原论式的倾

向，简单地把关系视为工具或者资本，用经济、

①    2022 年 7 月 4 日，黔北地区官村村民王某的访谈

记录。

②    2022 年 7 月 4 日，黔北地区官村村支书的访谈记

录。

③    2022 年 7 月 13 日，关中地区付村村支书的访谈记

录。

106



原贺贺：构建关系式动员：复杂政策场域下的中国式乡村动员机制

政治等非精神的因素来解释关系本质上是以“权

力—利益”技术范式替代了价值范式［13］。但是，

人们借助人情互动来维持关系，并不意味着关系

的维持不需要借助任何物质性资源，或者说双方

交往不追求利益，只不过人们是在人情修饰下进

行工具性交换，不断地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性，在不排斥功利性追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和

伦理。也正是因为关系中的非功利性成分，才使

得关系动员区别于权力动员或者利益动员，权力

和利益或许能够产生被动的行动，关系却可以产

生情愿的行动。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能够使得

个体站在自我和对方的双重立场上思考，在实现

自身诉求的同时兼顾他者愿望，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将心比心”［14］。正是因为关系能够让人由于

动心动情而引发“走心”行为，所以“人情式政

策动员”、“多层嵌套的情感动员”、“关系式社区

动员”、“梯度情感动员”才能行之有效，各种治

理 力 量 才 能 嵌 入 农 村 社 会 ， 实 现 有 效 的 政 策

动员。

四、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内在机理

（（一一））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1.  镇村干部的共同体关系　

当前，镇村干部已经形成了共同体关系。一

方面，镇村干部之间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关系。基

层工作最终要依靠镇村干部来落实，镇村干部之

间的互动较多，他们之间有一本算不清的“人情

账”。实际上，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的

“人情账”，例如，为了支持副镇长的工作，某村

承担了市里的迎检工作，为了还上这一“人情

账”，副镇长在自己分管业务上给该村打高分，

从而提高该村的考核排名。另一方面，镇村干部

之间形成了责任共同体关系。当前，随着基层监

督体系的逐步建立，县乡关系由原来的“共谋”

转向了责任分立，县不再是乡镇的庇护者，而是

以监督者、考核者的身份出现在乡镇面前［15］。面

对要求高、考核严、惩罚强、激励弱的治理环

境，乡镇只有想办法把村干部拉入阵营，与村干

部形成责任共同体，共担责任、共抗风险，才能

规避各类治理风险。

从情感共同体关系的角度来看，“人情账”

是算不清的，无法用帮忙的次数或投入的精力来

衡量，从责任共同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村干部的

工作其实也是包村领导或者分管领导的业务，所

以，不论是基于感情还是责任，村干部向乡镇求

助既合情也合理。

2.  村干部与企业老板的朋友关系　

只有在政策动员之前，村干部就已经和企业

老板建立了关系，才能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启动，

因此，村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往往较为注重

二者关系的维护。一方面，在工作上，给企业老

板一些支持，例如，邀请其担任村理事会成员，

在村庄事务上征求其意见，鼓励其回村发展产业

等，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为其亲朋提供一些力

所能及的帮助，例如帮着老人一起办理医疗报销

事宜，其亲戚来办事时热情招呼等，这就类似于

一种朋友的请托，朋友不在家时帮朋友关照家

人。因此，当村干部就村庄公共事务向企业老板

求助时，不管是出于朋友之间的道义还是村庄精

英应有的担当，企业老板都会提供帮助。不能仅

仅将这种伦理视为利益交换，它是基于朋友的责

任而必须要去做的事，这里面包含着深沉的道德

和情感［16］。

3.  村干部与村民的干群关系　

干群关系蕴含着村干部在村民心中的权威。

其一，村干部由村民选举而来，当前的“一肩

挑”干部不仅通过了村民选举还获得了乡镇党委

认同，因此，制度赋予了村干部权威。其二，不

论是村庄的公共事务，还是村民开具各类证明，

村干部都拥有话语权，因此，权力赋予了村干部

权威。其三，村干部一般都是村庄精英，至少拥

有中农身份，他们拥有经济实力、办事能力、个

人魅力、家族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个人

魅力赋予了村干部权威。尤其是绝大多数村干部

在日常的交往中就积极维护了与村民的关系，例

如，上门工作时给小孩带点零食，路上遇到村民

主动打招呼，等等，这些都能够使得村干部获得

村民的认同。

（（二二）） 基本维度　基本维度　

1.  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作　

在以往的政策动员中，动员主体往往通过

“张冠李戴”的方式，以违背原政策初衷为代价

换取本政策中动员对象的配合，这其实属于科层

资源的异化运作。例如，为了完成上级下派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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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权任务，陈湾镇将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岗位

“指定”给吴家畈村村干部，从而顺利实现对村

庄共同体的“破壳”，换来村干部的积极配合［17］。

又例如，为了完成“息访”任务，N 村将低保名

额分配给上访户，以此换取治安稳定［18］。在这两

个案例中，虽完成了眼前的任务，却违背了农村

公共服务项目和低保政策的初衷，甚至造成更严

重的后果，例如，可能增加吴家畈村的村集体债

务，引发 N 村村民的效仿。

本研究中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是指，村干

部借助镇村干部的共同体关系争取科层资源，再

以送人情的方式将资源补贴给村民，助力与村民

的“自己人”关系的构建。不同于以往，在本研

究中，村干部通过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作，不仅

完成了本政策的动员，还符合原政策的初衷，同

时可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成效。在殡葬改革案例

中，板村村支书以对党忠诚的政治担当，在确定

黄某儿子符合条件后为其争取入党指标，不仅顺

利实现了政策动员，还为村庄发展了一名大学生

后备干部。在违建拆除案例中，官村村支书以守

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在乡镇工作经费的使用范畴

内为王某争取补贴，不仅顺利实现了政策动员，

还为乡镇的违建拆除工作提供了经验。

2.  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　

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是指，村干部借助与

企业老板的朋友关系争取社会资源，再以送人情

的方式将资源补贴给村民，助力与村民的“自己

人”关系的构建。在中国社会，给予者通过“送

人情”的方式，使得接受者感受到给予者的情感

和用心，从而在双方之间形成“人情账”，给予

者虽不直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表示其中没

有利益考量，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给予者获

得更高的回报。在耕地征用案例中，代村村副主

任考虑到陈某的负担，主动替陈某多争取了 3 袋

化肥，在危房改造案例中，付村包村干部考虑到

刘某的经济状况，积极联系企业给刘某捐赠家

电。在这两个案例中，村干部将资源补贴给村民

后，并没有赤裸裸地索要回报，而是积极履行村

庄当家人的角色，服务村民、关爱村民，真心实

意地替村民着想，因而增进了村民的信任感。

3.  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　

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是指，村干部借助自

己拥有的权威，通过“认亲戚”、“示弱”等方

式，与村民构建了“自己人”关系。在殡葬改革

中，在科层资源的加持下，板村村支书承诺把黄

某的孩子当侄子培养，此时，村支书通过“认亲

戚”的方式与村民构建了“自己人”关系。在社

会资源的加持下，在耕地征用案例中，代村村副

主任主动修好陈某家门口的水泥路，在违建拆除

案例中，官村村支书为王某在村里和乡里办事提

供方便，此时，村干部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

与村民构建了“自己人”关系。在危房改造中，

付村村支书希望村民体谅自己的难处，此时，村

支书通过“示弱”的方式与村民构建了“自己

人”关系。

纯粹依靠利益交换而形成的关系稳定性较

差，人们很难对此产生稳定的预期，必须要有伦

理、情感的加持，关系才会变得稳定。在村庄这

类半熟人场域内，通过反复的人情交往，不断地

将半熟人转变成“自己人”，形成相互的“亏欠

感”，才能构建稳定的关系网络［19］。在政策动员

场域中，村民一旦将村干部视为“自己人”，干

群关系便会转化成“自己人”关系，公家的事也

就变成了自家的事，讲道义、讲义气就会随之

而至。

（（三三））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1.  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补充了科层资源的

关系化运作　

在前述几个案例中，虽然村干部已经从乡镇

争取来了额外的经济补贴，但是仍然无法满足村

民的诉求，例如，在耕地征用案例中，代村村副

主任为陈某新批了一块地，但是无法满足陈某想

和小儿子住得近的诉求，在违建拆除案例中，官

村村支书从乡镇为王某争取了 5. 8 万元的补贴和

3 千元的奖励，但仍达不到王某的期待，在危房

改造案例中，付村包村干部按照危房改造最高标

准为刘某争取了补贴，但是刘某仍然不满意。此

时，村干部借助与企业老板的朋友关系争取资源

支持，再以送人情的方式帮助村民，例如，代村

村副主任为陈某争取了每年 3 袋化肥的福利，官

村村支书为王某争取了免费搬家的福利，付村包

村干部为刘某争取了 1 万多元的家用电器，既增

加了村民的获得感，又让村民进一步感受了村干

部的诚意，从而助力“自己人”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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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层资源和社会资源是权威资源关系化运

作的基础　

构建关系绝对不能“临时抱佛脚”，这样一

种功利性策略会被村民“识破”，导致工作遇到

更强的壁垒。在几个案例中，如果村干部没有为

村民争取额外的科层资源或社会资源，便采取

“认亲戚”、“示弱”等方式，很容易让村民觉得

村干部在忽悠自己，导致政策动员效果适得其

反。代村村副主任为陈某争取来了一块宅基地和

每年 3 袋化肥的福利，官村村支书为王某争取了

5. 8 万元补贴、3 千元奖励、免费搬家的福利，付

村包村干部按照最高标准给刘某补贴并为其争取

了家用电器，然后再以送人情的方式给予村民，

当村民感受到村干部的诚意后，板村村支书再承

诺把黄某儿子当亲侄子对待，代村村副主任表示

很关心陈某，才能迅速软化村民的抵抗心理，抚

平村民的不满情绪，平了村民心中的“气”。

3.  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加速“自己人”关

系的构建　

在村民眼里，村干部从乡镇争取来的额外的

科层资源，虽然能够体现村干部的诚意，但是由

于这些资源是国家的，在村庄结构性力量快速衰

落的局面下，只要没有损害同村人的利益，占有

国家资源是正当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20］。调研

时，晋南地区一位村民的话很具代表性：“他又

没占我关我啥事，能占便宜是人家的本事，你以

为 那 些 骂 骂 咧 咧 的 人 不 想 ， 他 是 没 那 个 本 事

罢了①。”

社会资源不同于科层资源，它是村干部用私

人情面换来的，这就隐形地和村民形成了一种

“人情账”关系：为了帮助村民，村干部欠下了

企业老板的人情，从而无形中让村民感觉到欠下

了村干部的人情。这种隐形的“人情账”，把干

群关系向“自己人”关系又推了一步。尤其是村

干部作为村庄精英，其脸面是稀缺性资源，不会

轻易使用，为了给村民争取补贴，村干部放下脸

面向企业老板求助，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视，这种

重视甚至比补贴本身还要重要。就像官村王某所

言：“我也不是不掏钱，是气不过，他 （村支书）

把我当回事了，那我也给他个面子②。”

4.  权威资源关系化运作划定了政策动员边界

在前述的政策动员场域中，补偿性资源与村

民的损失或预期相去甚远，但是最终村民还是同

意了，其实就是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发挥了作

用。在政策动员中，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作和社

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是加持，村干部“认亲戚”、

“示弱”等方式，才是真正画龙点睛之笔。村干

部作为村庄当家人，其竭尽所能为村民争取福

利，并放低姿态向村民示好，如果村民还不同

意，就会被其他村民认为不知足，会引起农民群

体的结构性抵抗。就像官村村支书说的：“他也

不 敢 太 过 分 ， 弄 得 太 过 了 ， 连 抬 材 的 都 找

不到③。”

五、构建关系式动员的逻辑审思

（（一一）） 触发机制　触发机制　

1.  政治要求的高标准性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对乡村的支

持力度越来越大，诸多公共政策既是涉及民生的

重点工作，也是关乎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因

此，各地形成了责任包保、网格化治理等机制，

以便精准地将工作压实到村干部个人，同时，乡

村治理呈现出政治要求的高标准性特征。一方

面，治理任务越来越重。近年来，随着考核体系

的不断完善，县乡之间转向了责任分立关系，县

里借助属地管理制度以及考核权优势，不断将治

理任务向下压，村庄作为政策最后一公里，和乡

镇一起陷入了任务超载的困境。另一方面，硬性

工作越来越多。不仅是环境整治、信访维稳、征

地拆迁、殡葬改革等成为了村庄的中心工作，甚

至是愿保尽保的农村医保在目标责任制的约束下

也异化成了应保尽保的硬任务，乡村治理逐步陷

入了“泛中心化”的状态。再一方面，考核越来

越严。随着乡村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考核内容

越来越多，考核指标越来越细碎，越来越多的工

作纳入了“一票否决”范畴，责任考核中的“加

分项”有上限而“减分项”没有下限，乡村治理

呈现出“强问责”的特征。

①    2024 年 1 月 23 日，晋南地区端村村民潘某的访谈

记录。

②    2022 年 7 月 4 日，黔北地区官村村民王某的访谈

记录。

③    2022 年 7 月 4 日，黔北地区官村村支书的访谈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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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员中的高标准性意味着政策动员工作

不仅必须做，而且必须要做好，否则村干部和村

庄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村干部不仅要高质量地

完成政策任务，还要规避可能引发的治理风险，

例如捋顺王某的“气”，安抚刘某的不满情绪，

而关系恰好具有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它可以支配

行动者不计较得失地行动，当村干部与村民构建

了“自己人”关系之后，所有的矛盾和怨气就迎

刃而解了。

2.  动员资源的逆约束性　

在税改之前，乡镇将返还部分税费作为村庄

的工作经费，乡镇对这部分资金的的宽松态度保

障了村庄的政策动员能力。税改之后，大量资源

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进入乡村，各地通过不断加强

村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提升了村干部的服务能力

和回应能力，规范了村干部的权力运行。在财政

体制上，村干部津贴改为工资加绩效，在晋升机

制上，拓宽了村干部进入体制内的渠道，在工作

方式上，不断完善公章使用制度、集体经济分配

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换届选举制度等。但与此

同时，村干部政策动员的能动空间也变小了，例

如，项目制遵循的事本主义原则，在提高资金运

行规范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村干部整合资源的难

度，“村财镇管”的财政制度，提高了资金安全

性的同时也压缩了村干部的资源调度空间，这也

就造成了动员资源的逆约束性。

当正式的政策资源不能满足村民的期待，村

庄可支配资源又不足时，村干部不得不借助其他

力量。一方面，借助镇村干部的共同体关系争取

科层资源，借助村干部与企业老板的社会关系争

取社会资源，再以送人情的方式给予村民，以物

质弥补政策补偿的不足，另一方面，在科层资源

和社会资源的加持下，通过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

作，以情感弥补政策补偿的不足。

3.  公共规则的弱规制性　

内部联结紧密的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

社会中村民的生活面向朝向村庄内部，村庄图景

生机勃勃，村民在频繁交往中构建亲密关系并形

成村庄公共规则，这种公共规则内化于村民内

心，成为村庄的惯习性知识。在公共规则强大的

地方，个体及群体只能在规则体系中寻求资源，

从而将当地社会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村庄的人财物快速流向

城镇，村庄社会快速变迁，空心化程度越来越

高，村庄社会关系的核心逐渐由原来的血缘和地

缘转变为业缘，村民的生活面向也逐步转向村庄

之外，村庄公共规则不断弱化，村庄公共事务的

治理难度越来越高。当村庄内部缺乏能够超出个

人之上的结构性力量时，个别村民会理直气壮地

将公共资源私人化，甚至还将引发其他村民的效

仿行为。

公共规则的弱规制性，是引发村干部构建与

村民的“自己人”关系的环境因素。例如，前述

王某的房子不是合法建筑，现在又堵塞了公共交

通，理应按照违规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村庄共

同体已经逐步解体，村庄中的结构性力量日渐式

微，村干部很难有力量对抗个别村民的谋利行

为，只能想办法借助其他力量开展政策动员，当

这些补偿资源仍然不能让村民满意时，村干部只

能采取资源关系化运作的方式，通过情感的加

持，换来村民的理解。

4.  关系的强义务性　

在我国，个体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个体只

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界定

自己的身份。因此，关系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关系

的根本，主导着个体行动和社会秩序，是人们社

会生活的全部。中国文化的关系属性，不仅渗透

了文化、经济领域，也映射于行政领域，尤其是

在基层治理场域，关系文化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

当前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力量。

关系的强义务性，是“自己人”关系能够促

成政策动员的机理所在。其一，差序化的伦理，

是对强义务性的结构化。人们常常根据关系远近

区别化地选择行为，以特殊主义的生活逻辑代替

普遍主义的制度逻辑，从而形成了伦理秩序的差

序结构。在本研究中，差序化的伦理意味着，只

有干群关系转变成了“自己人”关系，村庄公事

才能转化成朋友私事，村民的态度才能从公事公

办转变为支持配合。其二，“人情账”是强义务

性的支持机制。人们之所以愿意维持关系，根源

在于“人情账”这一支持机制，人人内心都有一

笔“人情账”要算，虽然人情往来不一定是对称

的，人情交换的内容和质量不一定是对等的，人

情兑现也不必是现时的，但是有“人情账”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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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互惠式义务的保证，在未来需要帮助的某种情

境下，人们都可以理性地期待曾经的人情接受者

自觉地提供回报［21］。在本研究中，村干部通过为

村民争取科层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权威资源的

关系化运作，与村民形成了“人情账”，确保了

村民作为人情接受者会自觉地提供回报，即配合

村干部的工作。其三，利益交换是强义务性的媒

介。进入了一种关系即选择了某种共在状态，维

护关系的关键在于互动和往来［22］。对关系的解释

和理解应避免还原论式的倾向，简单地把关系视

为工具或者资本，用经济、政治等非精神的因素

来解释关系，本质上是以“权力—利益”技术范

式替代了价值范式。但是，人们借助人情互动来

维持关系，既不意味着维持关系不需要借助物质

性资源，也不意味着双方不追求利益，只不过人

们是在人情的修饰下进行工具性交换，在不排斥

功利性追求的同时注重情感。关系中的交互主体

性，能够使得个体站在自我和对方的双重立场上

思考，在实现自身诉求的同时兼顾他者愿望，即

我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正是因为关系既需要

利益交换又追求情感互动，因此，在本研究中，

当村干部通过科层资源和社会资源补偿了村民的

利益，又借助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向村民表达

了诚意，才使得干群关系转变成“自己人”关系

有了空间。

（（二二）） 治理效应　治理效应　

1.  积极治理成效　

一是维护了乡村治理秩序。在“以人民为中

心”治理理念的导向下，政策动员要同时追求政

策目标和村民满意，既要达成政策的公共意志，

还要满足少数村民的特殊需求。在前述几个政策

动员案例中，村干部通过注重村民参与权和话语

权的在场，构建国家正式权威与乡村社会非正式

文化的耦合，对上承接了国家意志，对下满足了

村民需求，将矛盾冲突有效地化解在基层，维护

了乡村社会治理秩序，验证了这一治理范式在重

塑乡村秩序方面潜藏的巨大优势。

二是提升了村干部治理能力。在前述几个政

策动员案例中，村干部面临新的治理任务，面对

村民多元化的诉求，通过充分发挥服务精神，积

极回应村民诉求，通过充分发挥创新精神，有机

整合政策资源和关系资源，将外在的公共政策转

变为村民理解且愿意接受的事情，实现国家政策

公共性和村民满意度的统一，将政策动员场域变

成了村干部提升专业水平、提高回应能力、发扬

创新精神的试验场。

三是优化了党群干群关系。在前述几个政策

动员案例中，村干部要用村民能够听得懂的话语

宣传政策，用村民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村民打交

道，在甄别村民诉求的合理性后，积极借助政治

权威、权力资源、社会资本进行政策动员，在公

共政策刚性的框架下有效地完成了政策动员，既

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完成了政策任务，还进一步

加深了干部与群众的感情。

2.  非预期性风险　

一是村干部队伍的“弱势吸纳”。在政策动

员过程中，因为政策框架内的补偿与少数村民的

预期落差，使得村干部不得不向上级、社会、村

民求助，向上级争取科层资源，向企业争取社会

资源，同村民主动建构关系，虽然最终实现了政

策目标，同时也欠下了三笔人情债，然而，制度

却未对村干部付出进行相应激励。在经济激励方

面经过调研发现，在中西部地区，大部分村干部

的工资加上副业收入才能和外出务工者的收入持

平，尤其在当前财政吃紧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

地方取消了村干部的绩效奖，因此，村干部的经

济激励力度不足。“就现在这么点钱，真不如出

去打工，你看我们村，只要还走得动都跑出去

了，留在家里要么没本事，要么是要照顾老人小

孩的妇女①。”在政治激励方面，虽然村主职干部

有机会通过考试获得事业编制或行政编制，也有

机会被破格提拔为乡镇副科级领导，但是由于在

文化程度、考核绩效、服务年限等方面的要求较

高，且录取比例较低，很难产生持久的激励效

果。调研发现，中西部地区村干部考取事业编制

或行政编制的指标一般不超过村主职干部总数的

2%，破格提拔为乡镇领导的机会更加稀缺。因

此，村干部的政治激励差强人意。

在“高标准—逆约束—弱规制”的环境下，

当村干部的付出越来越多，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

却十分乏力时，村干部队伍将有可能出现“弱势

吸纳”的现象，即能力强的人因为有好的出路，

①    2022 年 6 月 29 日，豫南地区代村村副主任的访谈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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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当村干部，愿意当村干部的，都是能力一

般的人。赣南地区一个镇长的话也是一个佐证：

“现在不比以前了，以前是抢着当 （村干部），现

在是哄着当，工资低、没奔头、工作越来越难

干，再逼急了他还撂摊子不干了①。”

二是基层治理“内卷化”。近年来，基层治

理体系不断完善，村干部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村

治的回应性显著提升，同时，政策设计重视村民

权利的落实却忽视了其责任的履行。例如，村民

告干部 25 条罪状，上级检查发现干部无过错后并

未对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而将其视为村民对干部

的正常监督［23］。在实证调研中，也有类似的故

事，村民已经得到政策内的所有福利却仍然不满

意，每天到乡政府静坐，乡镇干部无可奈何，只

能备好茶水好言相劝。随着集体时期形成的以责

任和义务为核心的价值观的消解，当少部分人以

利益至上为行动指引，责任义务观和村庄共同体

的权威这一结构性力量的约束力又不足时，村民

的分利行为将会越来越多，在村民和干部持久的

博弈下，乡村社会甚至形成了人尽皆知的规则

——“爱哭的孩子有奶吃”、“闹得越大好处越

多”，等等，尤其是当前的三方评估、督察检查

等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个别村民甚至会以此为机

会争取更多的好处。调研时，豫北地区的一位驻

村队长曾向我们诉苦：“说出来你都不信，有些

村民听说上面要来检查，竟然说，我要是不给他

一桶油，他到时候就不说我的好话②。”此时，政

策资源逐渐难以满足村民要求，村干部对制度外

资源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必需依赖外力帮助才能

完成工作，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应付少数村民的

要求，同时，遵守规则的村民由于觉得自己吃了

亏又产生了不满情绪，长此以往，村庄治理的成

本只会越来越高。

六、概念提炼与分析  

按照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范式，本研究推导

出了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概念，借助构建关系式动

员这一概念，阐释了“自己人”关系的作用机

制，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村庄公共政策动员成功

的秘诀所在。

构建关系式动员是指：当公共政策的执行既

面临资源少、任务重、标准高、考核严、惩罚强

等压力，又遭遇村民不配合的困境时，村干部积

极发挥担当精神，借助与乡镇干部的共同体关

系、与企业老板的朋友关系，争取科层资源、社

会资源，并以送人情的方式将资源补贴给村民，

从而为村干部与村民的“自己人”关系奠定基

础，同时，关系化地运作村干部自身拥有的权威

资源，通过“认亲戚”、“示弱”等方式，最终成

功地将干群关系转变为“自己人”关系，此时，

村庄的公事转变成了自家的私事，村民从对抗转

变为“走心”配合，公共政策顺利执行。

构建关系式动员这一概念的学理价值共有两

点。第一，以往的动员范式对于“维权者”的行

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研究探讨的构建关系式

动员，则能够有效解释“谋利者”的行为。第

二，在权力、利益、伦理之外，构建关系式动员

发现了“自己人关系”这个能够解释政策动员成

功的新变量。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形：在政策

动员场域中，借助权力运作、利益补偿、伦理约

束，仍然不能满足少数村民的诉求，最终导致动

员失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权力—利益

—伦理”的动员范式不一定能够完成政策动员，

二是已在场的关系并不能应对所有类型的动员需

求。同时，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却存在大量类似的

创新实践，面对少数难动员的村民，村干部通过

自主性地构建“自己人”关系，唤起了村民的

“走心”行为，顺利完成了政策动员。由此可知，

构建起来的“自己人”关系是“权力—利益—伦

理”之外的新变量，是完成动员的关键一步。

（（一一））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基本要素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基本要素　

1.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发生条件　

治理环境的资源少、任务重、标准高、考核

严、惩罚强、激励弱，以及公共规则的弱规制

性，是构建关系式动员产生的压力条件。共同体

关系、朋友关系、干群关系以及关系的强义务

性，是构建关系式动员发生的可行性条件。

2.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内在机理　

由于利益交换是关系的强义务性的媒介，因

此，依托镇村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村干部与企业

①    2024 年 1 月 13 日，赣南地区夏镇镇长的访谈记

录。

②    2024 年 1 月 6 日，豫北地区楼村驻村队长的访谈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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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之间的朋友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干群关

系，可分别获取科层资源、社会资源、权威资

源，又由于“人情账”是关系的强义务性的支持

机制，因此，通过对这三类资源的关系化运作，

干群关系成功地转化成了“自己人”关系，进而

换取村民对村干部的支持。也就是说，构建关系

式动员的运行机制在于，以关系为基础，通过运

作关系，从而建立新的关系。

3.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内部结构　

构建关系式动员包括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

作、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权威资源的关系化

运作三个维度。其中，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作有

力地补充了科层资源的关系化运作的不足，二者

共同提升了物质补贴的力度；社会资源的关系化

运作赋能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使得干群之间

建立了隐形的“人情债”，把二者的关系又往前

推了一步；科层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关系化运是村

干部诚意的体现，是权威资源关系化运作的必要

前提；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为村民行为设定了

边 界 ， 有 力 地 规 制 了 村 民 无 止 境 的 “ 涨 价 ”

行为。

4.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关键点　

从干群关系向“自己人”关系的转变，是实

现“化公为私”效果的关键，是村庄的公事转变

为自家私事的突破口。

5.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政策涵义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正面作用十分显著，但如

果把握不好其中的度，也有可能引发治理风险，

因此对于构建关系式动员应从调适入手。一方

面，为了保留构建关系式动员的积极性，应通过

权力下沉、优化容错机制、强化激励力度等方面

入手。另一方面，为了规制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消

极性，在政策设计上应更加重视村民权利与责任

的统一，通过约束群众的私心强化国家政策的权

威，提升基层干部的威信，同时，探索构建关系

式动员与依法治理的融合机制，实现刚性框架下

的公平回应，让基层治理兼顾温度、力度和法

度，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公平性和回应性。

（（二二））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恰适性分析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恰适性分析　

1.  构建关系式动员与我国文化相契合　

关系始终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全部，是主导

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例如，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十分注重维护各种关系，遇到事人们会习惯

性的去找找关系，同样一个意思，人们会根据关

系疏远来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村庄还是

不同于城市的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距离以及

情感普遍高于城市。当前，一些村庄空心化加

剧，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村民之间的关

系，降低了村庄结构性力量对村民的约束力，但

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在一些经济发展较

好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在本村就业，村民之间的

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就是说明，在那些空心化的村庄中，只是人与人

接触少了、心理距离远了，但是关系的重要程度

从未减弱，关系对村民生活的影响从未衰退，关

系中蕴藏的伦理秩序和义务观依然有效。

构建关系式动员正好抓住了我国这一文化背

景，正是因为关系的价值始终存在，村民对关系

的重视程度从未消解，才使得“自己人”关系有

了空间。

2.  构建关系式动员与我国乡村情境相恰适　

当前，在县乡关系转型、基层治理体系标准

化、治理任务下沉等复杂背景下，乡村治理陷入

资源少、任务重、标准高、考核严、惩罚强、激

励弱等多重困境，加之在“以人民为中心”治理

理念的导向下，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村民权利的

落实，基于朴素愿望的维权型行为不断减少，谋

利型行为却不断增加，一些村民的权利观发生了

明显异化。

为此，村干部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政策动员方

式，这种方式既能应对基层治理困境，又能满足

村民的要求。此时构建关系式动员就应运而生

了，它既破解了当前的基层治理困境，还满足了

村民的要求。

3.  构建关系式动员与我国治理理念相顺应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村庄动员的“硬”

治理特征明显，它以工具理性为导向，法制化、

规范化水平较低，粗暴化、强硬化的特点较明

显，它以结果为导向，仅仅追求完成上级分派的

任务，而不顾虑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影响。例如，

直接到两家抗交公粮的农户家里去硬性催收［24］，

执行任务时，不惜非法动用武力逼迫农民，个别

地方还弄出了人命［25］。当前，“以人民为中心”、

服务型政府等治理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村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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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也必须进行“柔性”治理，它以价值理性为

导向，重视法制化、规范化、公共性，它兼顾过

程和结果，既追求完成任务，更注重社会影响。

构建关系式动员正好顺应了“柔性”治理这

一时代要求，它在谈感情、论道理、讲伦理的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就把问题解决了，不仅没有造成

任何冲突和矛盾，还优化了党群干群关系。

（（三三））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本质　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本质　

1.  它是权威体制与村社体系的融合　

权威体制专业性、非人格化、事本主义、程

序性的特点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乡村问题的

人本主义互相冲突，单纯启动权威体制能够实现

某些单一职能，却很难解决乡村社会的综合性问

题。村庄动员是一个涉及面广、相关者众的综合

性问题，既需要代表国家权威明确政策目标、政

策议程，从正式层面将该项工作的政治性和公共

性确定下来，也需要在村社体系的架构内积极筹

措，从非正式层面将该项工作与人情、面子、伦

理捆绑起来，从而实现有效的政策动员。因此，

构建关系式动员本质上是正式的权威体制与非正

式的村社体系的碰撞与融合。

2.  它是基础性权力与技术治理的对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治理范式逐渐由总

体性治理转向了技术治理范式。然而，当政策执

行特别依赖公民的接受性时，积极吸纳公民意见

并获得公民的理解和支持尤为重要［26］。基础性权

力能够与社会进行持续的沟通，通过协商的方式

使政治决策尽可能地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和

支持。在政策动员中，采取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导

向的技术治理范式，以效率为取向，以事本主义

为规则，有利于提升政策的公信力、增强政策的

可预期性，采取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基础性权力

治理范式，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以人本主义为规

则，通过攀人情、拉关系、讲道理、做工作，则

能够取得村民发自内心的认同的接纳，从而带来

政策动员的“走心”。因此，关系型政策动员本

质上是基础性权力与技术治理的缝合，是价值理

性和工具理性的互适。

3.  它是以制度框架为边界的“柔性”治理　

在改革开放之初，硬治理主要体现在计划生

育和税收领域，进入新世纪后，硬治理主要体现

在房屋拆迁、土地征收、修路等政策领域。近两

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治

理范式发生了转型。上述案例虽然均为基层治理

的硬任务，但是村干部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软治理

的政策动员方式。构建关系式动员不同于硬治

理，主要采取做人情、交朋友、示弱等策略，治

理手段呈现出“柔”的特征。但是，构建关系式

动员绝不是无原则地让步、无底线地低姿态、无

保留地妥协，而是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下以沟通、

协商、对话，是对村民合理诉求的积极回应，是

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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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  Chinese-style rur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under complex policy 
field

YUAN Hehe
（School of  Tax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s，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research path of "practice-theory"，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
tion on the basis of case description， mechanism analysis， paradigm interpretation.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 requires 
both pressure conditions and feasibility conditions，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operation of hierarchical re⁃
sources， the social resources， and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support each other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own peo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This "own people" relationship is a new variable beyond the three 
current governance paradigm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public affairs 
into private affairs， which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mobilization dilemma.  In essence，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
nance， the reflec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spirit of grassroots cadres.  It is an important paradigm of gover⁃
nance in China.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 are prominent， but there are also governance risks， 
which should be adjusted to balance the law and temperatur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Chinese-style rural mobilization；Sense of Responsibility；Relationship culture；
Building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Own peopl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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